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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理解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机制。在对国
际上有关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水平的认知加以评估的基础上，本文构

建了学习、可信承诺和竞争压力三种机制的解释框架，帮助理解中国

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外资政策自由化机制。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中国

地方政府进行了浅层学习，获知了有关外资的地区性经验，并以立法

的方式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开启了中国引资的序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后期，与东亚经济体竞争外资的压力，以及从东亚模式中学习到

出口导向战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促使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模式，在此过程中外资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政策自由化快速

发展；加入 ＷＴＯ是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新阶段，在此前后外资政
策因为可信承诺问题而逐步自由化。但加入 ＷＴＯ并非中国外资政策
自由化的唯一重大转折点。由于服务业领域竞争外资的压力，以及金

融危机以来全球外资流量的减少，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步伐没有减

缓。此外，中国在更广阔领域的全球性经济目标促使中国参与投资治

理机制的建设，由此进一步促使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提升中国在全

球投资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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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吸引外资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中国引资连续８个月下降，有关外资撤离的讨论开始在
主流媒体出现①，其中外资企业对中国监管政策的担忧一直持续至今。尽管中国

引资的波动具有深刻的全球宏观经济背景，但国际社会再度出现关于中国投资环

境恶化的舆论，一方面认为中国提高了外资进入的门槛，另一方面则担忧中国以

国家安全和战略性产业保护的名义限制外资。在这种形势下，外资政策甚至成为

中国 “两会”的热门议题。② 在２０１５年３月７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记者会上，商务部就外国投资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引发了国内外超

乎想象的热烈讨论。③ 究其原因，可能是部分外资企业认为 “中国保护主义”成

为其在华经营的主要挑战之一，例如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２０１５年度商务环境
调查报告》发现，服务业、信息知识性服务、研发密集型企业、资源和工业四

个行业都把 “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执法活动”作为排名前四位的阻碍因素。④ 中

国美国商会在２０１８年年初发布的商务调查２０周年报告中发现，仍有７５％的外
资企业认为中国歧视外资企业。⑤ 作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以及重要的资本

输出国，中国外资政策变动必然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引起全球投资者的关注也

是自然的。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全球经济中一些原来秉持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越来越

频繁地以国家安全名义审查和禁止外资时，中国政府却仍在积极推进投资自由

化。这方面最为直接和有力的表述是习近平主席的主张。２０１７年１月，习近平
主席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有关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声明，强调中国 “坚定

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⑥。

２０１８年４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继续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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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我吸收外资连续八个月下降》，《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第９版；许凯等：《外资并未大规
模撤离中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第４版。

彭立立：《两会热议利用外资》，《中国外资》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１６—１７页。
《放宽准入保护合法加强监管》，《法制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９日第２版。
《在华美国商会发报告再提 “中国保护主义”》，《中国经营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６日第Ａ０２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Ｚａｒｉｔ，“ＡＮｅｗ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ｏｒＯｌｄＩｓｓｕ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ｗ：Ｔｈ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ｓｕｅ１，２０１８，ｐ７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７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ｃ＿１１２０３３１５４５ｈｔｍ。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①。显然，一些投资者对中国的担忧与中国政府本

身的积极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意味着双方在理解中国如何融入全球、拥抱

全球化并积极捍卫全球化等方面存在着深层次的认知差异。

中国积极的引资政策是为了抵抗全球保护主义，还是服务于国内战略目标向

世界做出的可信承诺？进一步而言，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到底是源于国内政治经

济的考虑，还是受到更大的国际力量变化的影响？本文将借鉴政策扩散领域的相

关理论，从国际相互依赖角度解读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机制，构建了学习、可

信承诺与竞争性压力框架，用于考察三类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在国际比较的

视野中评估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水平。历经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
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外资领域的开放才开始进入深水区，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存

在着高度选择性。在国际视野中定位中国各产业的开放顺序，特别是服务业各细

分产业的开放度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第二，考察国际力量影响中国外资政策演

变的机制，这是本文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与东亚的日本、韩国不同，中国经济奇

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吸引外资，以及深度参与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全球化。随着

中国在外资领域全球利益的拓展，中国本身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理解中国作为引资国的历史变迁和作用机理，对于今后制定投资政策有重要启

示。第三，理解中国外资政策的变迁，这也有助于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解释

外资政策自由化的几种理论。

有关自由化的政策扩散理论通常认为，一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的

政策变化，主要通过学习、模拟、竞争以及强制四种机制实现。但本文的考察表

明，学习和竞争对理解中国外资政策变化更有意义，而模拟和强制这两种机制的

作用相对而言并不突出。中国政府在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时主要基于国内政治经

济发展的需求，并相当关注政策的效果，而较少考虑模拟这一机制对政策合法性

和地位等的需求。尽管中国通常强调外部压力对促进国内改革的积极作用，但这

一考虑与强制机制所强调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或者世界银行等国际机
构施加的压力并不同。事实上，中国政府并不赞同 ＩＭＦ等推行的一套新自由主
义理念。② 中国政府在改变外资政策时，也随时关注着国际局势变动对引资的影

响。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是一种典型的国内—国际互动格局下的战略性安排。随

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转型，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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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８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０４／１０／ｃ＿１１２２６５９８７３ｈｔｍ。

比如有文献就强调，中国在外资外贸领域的政策秉持一种不同于 “华盛顿共识”的 “北京共

识”，更多体现国家决策的自主性。参见ＷｅｎｗｅｉＧｕ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ＲｅｇｉｍｅｆｒｏｍａＬａ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ｖｏｌ１２，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５－１３９。



全球化遭受重大挫折，中国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更为复杂，包括联合国贸发组

织 （ＵＮＣＴＡＤ）都认为世界投资政策方向朝着混合型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继续
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要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要密切关注贸易

投资政策从边界附近拓展到广阔的国内腹地时产生的复杂效应。

二　度量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引资国，并曾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引资国。①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显示 （见图１），以中国吸收的
外资存量计算，１９８０年只有１０亿美元，到１９８７年即突破了１００亿美元，六年间
增长了十倍。１９９５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很快于２００１
年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７年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基
本上每年的平均净增量都在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国吸收的外
资总存量接近１４万亿美元，如按比例计算，中国吸收的外资分别占世界、发展
中世界和发展中亚洲的５１％、１４９％和４１７％，而１９８０年时中国在上述三项
占比中均不足１％。此外，图１也显示，从相对水平来说，中国引资的绩效也经
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前后，三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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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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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新华网报道，联合国贸发组织的 《２０１５世界投资报告 （中文版）》显示，２０１４年流入中国的
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达到１２９０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参见 《联合国贸发

组织报告：中国去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９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５－０９／０８／ｃ＿１１１６５０１５１２ｈｔｍ。



标占比稳步上升；第二阶段则是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三项指标均显著下降；第三阶
段则是从２００８年至今，三项指标又稳步上升。

尽管中国是位居前列的引资大国，但围绕政策自由化与外资的关系，学术界

仍存在较大争论。外资政策在引资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尽管在理论上，比如生

产折中论或者内部化理论，都认为市场不完善是直接投资产生的重要动因。① 但

依据不同数据来源、时期和发展水平进行的研究却表明，税收激励、汇率、贸易

保护以及制度质量等因素的作用存在程度上的极大差异。② 一项对美国外资政策

影响外资流动的研究认为，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大约 ３０％流入美国的外资存量和
１８％流出美国的外资存量可以用政策自由化加以解释。③ 一项针对越南１９８８—
１９９８年的引资研究则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在吸引外资流入方面扮演了关键角
色。④ 对中国案例的研究表明，政策性因素对于吸引外资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

对于中国这样一种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而言，包括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力成本优

势、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都与政策变革紧密相关，外资领域的特惠待遇和自由化是

外资流入中国的关键因素。中国被认为代表了一种资本流动的开放模式，对其他

新兴经济体具有重要启发意义。⑤

如果政策自由化至关重要，那么从全球比较视角衡量，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

程度到底有多高？按照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的评估，中国的投资保护仍然相当严
重，但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政策自由化程度却很高。ＯＥＣＤ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设计了
一套外资自由化指数，用以衡量经合组织国家和Ｇ２０的政策自由化程度。⑥ 该指
数纳入四种类型的外资政策：股权限制、审查和批准要求、对关键外国人担任企

业职务的限制以及其他经营要求，但并未包括国家安全考虑和所有权因素。指数

按照０—１分进行评估，分数越高限制性越强。按照其２０１０年版的评估，所有
４８个国家的平均指数值为０１２，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为０１０，非 ＯＥＣ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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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ｏｍａｓＬＢｒｅｗ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９９３，ｐｐ１０１－１２０

对外资流动决定因素的一个文献评论可参见ＢｒｕｃｅＡＢｌｏｎｉｇｅ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ＦＤ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３，２００５，ｐｐ３８３－４０３。

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ｄｌｅｒａｎｄＧａｒｙＣｌｙｄｅＨｕｆｂａｕ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ＤＩＧｒｏｗｔｈ，１９８２ｔｏ２００６，”Ｐｅ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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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０１６，中国的ＦＤＩ指数值为０４６，全球最高。印度只有０２２，不仅显
著低于中国，甚至还低于日本。尽管在单项指标上，例如股权限制，中国得分低

于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经营限制方面低于俄罗斯，但在审查批准和关键个人任职

方面的分值仍数倍于平均水平。在 ＯＥＣＤ２０１３年版的评估中，中国指数值有所
下降，但仍然高于０４。① 世界银行在２０１０年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关于
所有权的限制是亚太地区最严格的，在开始一项新业务、获取工业用地以及商业

纠纷的仲裁等其他三项指标上也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②

在２０１７年３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ＯＥＣＤ承认此前对中国的评估不够准确。③

一方面，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引领了全球投资政策取向自由
化的潮流，而且多数时候是各国政府单方面实施的。即便如此，与ＯＥＣＤ国家相
比，亚太地区的国家对投资的保护仍相当严重。为此，ＯＥＣＤ同时比较了投资自由
化的相对程度和绝对进展。另一方面，ＯＥＣＤ也承认，该项评估并未单独纳入东亚
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通常这些特定区域的投资政策高度自由化。因此，在审视中国

投资自由化进展时，需要实事求是看待外资聚集区域的政策变革。

ＵＮＣＴＡＤ从１９９２年起就对全球外资政策自由化发展进行跟踪比较，但其目
的主要是展示政策变化方向而不是衡量自由化的水平。按照 ＵＮＣＴＡＤ整理的
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数据，在这一阶段中国出台了１４８项有利于外资流入的政策，占
全球所有此类政策的 ６７％，名列第二的印度占比为 ２７％，越南列第三占比
２４％。④ 显然，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变化幅度是全球最大的，至少领先于印
度、越南。这一评估也符合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的看法，比如美国学者尼古

拉斯·拉迪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认为，尽管印度工资水平低于中国，但由于印
度的外资政策限制远远多于中国，造成其引资水平低于中国。⑤ 另外一项对中印

外资政策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中国要比印度更加青睐外资，外资企业在印度的经

营比其国内企业更受约束。⑥ 也有学者在分析ＵＮＣＴＡＤ的数据之后发现，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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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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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间中国的外资政策自由化要领先于印度。①

对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上述评估存在显著差异。因各类指标在分析中国

ＦＤＩ政策自由化中存在着争议，比如ＯＥＣＤ认为低于印度，而对于拉迪而言，中
国外资政策的自由化高于印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采取了发展中国家最

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体制”②。也有学者声称 “中国外资政策近乎

于完全开放”③。因此，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对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评估会有

很大不同。对照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基本可以说中国的投资政策自由化幅度最

大。如果参照系是美国等传统的投资大国，那么中国的投资政策仍然不够自由和

开放，特别是即便在中国对外投资较多的行业部门也存在很强的限制性。④ 显

然，从改革开放的４０年历程来看，那么中国外资政策总体上更加趋向于自由化
是毫无疑问的。

三　解释中国外资政策变化的既有文献

纵观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引进外资始终充满着一些争议。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起，《人民日报》关于外资的报道陆续增多，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
有过巨大波动，但随即于１９９２年达到高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有关外资的
相关报道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发生过波动，此
后每过若干年都有波动，预示着中国外资政策的相关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比

如，《人民日报》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涉及外资的文章，其主要内容都是有关第三世界
维护主权、对跨国公司实行国有化。１９７９年６月，即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简称合资法）通过之前，《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引

进外资，并强调该决策是深圳市市委做出的。⑤ 这与当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地方

先行先试，后由中央加以认可的特点相一致。

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明显有渐进特点，表现在地理空间的点、线、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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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序列上的等级升迁，整体呈现出 “螺旋上升”状态。① 地理范围上的变

化经历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边境内陆城市和中西

部地区的演变。产业政策则经历了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递推，初期主要

追求外资数量增长，中期逐步注意到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外资数量日渐增多和

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引导外资优化产业的国内目标更加突出。与此同

时，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也属于更为广泛的东道国—跨国公司关系演变的组成

部分，政策自由化进程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中国政府的治理

体系密切相关。②

外资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有关中国外资的研究也是世界

范围内的重要课题。比如，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间在全球排名前１５的管理学杂志中，
超过４０％的文章都是关于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③ 根据另一项对３０年来中
国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调查，有关中国外资的研究大体上包括流入外资的动因、

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跨国公司活动以及中国的外资政策四种主题。不过，由于

学科差异性较大，在上述调查中国际关系学者的贡献只占到１０％。④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理解，至少存在四种类型的解释。

第一种是基于国内经济改革的需要。外资政策属于经济自由化的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整体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外资政策也会按照 “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

自由化方向发展。⑤ 由于中国改革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如何吸引和使用外资，

政策目标的演变随着总体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决定外资自由化的程度和方向。⑥ 多数论者将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视作承
诺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信号，认为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促进了外资的流入。但此

因果关系也可以反过来加以认识，即中国利用国际压力促进国内改革的动机也不

能忽视，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南方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起点，很关键的一点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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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ｉｓＴＷｅｌｌｓ，ＪｒａｎｄＡｌｖｉｎＧＷｉｎｔ，“ＤｏｎｔＳｔｏ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ｎｅｓｔｏｐＳｈｏｐ，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Ｌｉｂｅｒ
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ｖｏｌ３５，ｎｏ５，１９９３，ｐｐ３６７－３８３

ＫＣＦｕｎｇ，ＨｉｔｏｍｉＬｉｚａｋａａｎｄＳａｒａｈＹＴｏ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９９－１３０



珠海等地曾经是上一轮改革的发祥地，是外资聚集的地方。另外，在总体经济战

略部署上，中国并没有按照 “华盛顿共识”的路子发展，而是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种主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从传统的对抗模式转变为非敌对和合作

型关系，中国对外资态度受到国际规范转变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跨国
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双方关系被概括为 “讨价还价能力递减模式” （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ｉｎｇ
ｂａｒｇａｉｎｍｏｄｅｌ），东道国拥有比跨国公司更强的谈判能力，因此在政策上对外资
采取了征收和国有化措施。① 但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资
流量相对减少，占全球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１％下降为１９８８年的１３％，债务危机
进一步导致其他形式资本流入减少，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② 此

后，由于资本输出国介入，通过多边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以及ＩＭＦ、世界
银行的贷款要求等约束东道国，这一模式转变为 “双层讨价还价模式”（ｔｗｏｔｉｅｒ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即资本输出国与东道国、东道国与投资者两层关系。③ 不过，
这种概括本身在解释中国的引资政策时存在着不足：首先，中国引资政策自由化

早于跨国公司—东道国关系模式的转变；其次，美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数量有限，美国版本并没有在国际上流行，例证之一是美国主导的多边
国际投资协定 （ＭＡＩ）谈判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宣告失败。④

第三种认为中国迫于外部压力进行了外资体制的转变。⑤ 这种观点承认外部

压力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但强调对外部压力的回应是中

国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动力之一。在外资政策自由化方面，日本政府扮演了

关键角色，１９８８年达成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首次纳入国民待遇条款，１９９０年后双
方互设中日投资促进机构，这些都有助于促使中国改善外资体制。这类观点与第

二种比较接近，即资本输出国通过介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增强其讨价还价

能力，但不足也很明显，即只能解释某一个时期、某类特定政策的变革，而无法

系统地解释中国外资政策整体趋向于自由化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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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这一模式的经典概括可参见 ＲａｙｍｏｎｄＶｅｒｎｏ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ｔＢａｙ：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ｏｆ
Ｕ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１。

ＡｌｖｉｎＧＷｉｎ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ｓ：ＴｈｅＶｅｓｔｉｇｉ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０，ｎｏ１０，１９９２，ｐｐ１５１５－１５２９

Ｒａｖｉ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Ｔｈｅ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ｉｎｇ‘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ＭＮＣＨｏ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ｓ
ｉｔ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２００１，ｐｐ２３－３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ｃＢｒｉ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ｅ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ｎｇｏ
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５，ｎｏ３，２００６，
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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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认为中国改变投资政策是为了符合诸如 ＷＴＯ等国际制度的需求。①

这种观点观察到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大幅度修改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体现了中
国利用国际制度约束调整国内政策的考虑。但这种观点至少存在着两点不足：第

一，在投资领域并不存在如贸易领域那样的国际投资制度，换言之，多边领域的

投资制度约束不如贸易领域强；第二，即便是 ＷＴＯ本身，中国做出的承诺也超
出了一般国家，存在着独特的 “超 ＷＴＯ” （ＷＴＯｐｌｕｓ）义务现象。中国承担的
有关投资的普遍性义务以及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在 ＷＴＯ框架内并无先
例，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加入ＷＴＯ时已经是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其他大国从未来
竞争威胁这一预期出发要求中国承担。②

中国外资政策历经４０年的变革，国际、国内因素在每个阶段的影响有所不
同。如果要寻求理解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外资政策自由化的动力，那么有可能国际

因素的影响更大一些。毕竟，中国并不具有美国所拥有的主导国际体系发展的权

力地位，因此更多是如何认识国际形势、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且，跨国公司作

为一种权力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强于贸易商。但不可忽视的是，与

一般比较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又具有独特的能力和制度，在吸收外资以

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时往往展示出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混合了国家能力、地方性

实验、灵活的企业网络以及借助于全球市场机会等。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代表了

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形态，超越了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③ 因此，强调

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只是说国际压力单向度影响中国政策变革，而更应

该深入考察相互依赖和互动的机制。

四　政策扩散机制与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框架

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外资政策是个后来者，大约起步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一直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以往有关
外资政策的研究也主要是讨论美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以及美国自身的外资政策变

化。就美国外资政策变革的原因而言，学术界通常从总统国内权力斗争、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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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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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ＬｉｇａｎｇＳｏｎｇ，ｅｄｓ，Ｒｉ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ｐｐ８５－９７；李本：《对国际多边投资立法从回应到参与———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嬗变分析》，
《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第９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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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１９１，Ｃｈｉｎａｓ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２００７，ｐｐ７２０－７４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ＭｃＮａｌｌｙ，“Ｓｉｎ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４，ｎｏ４，２０１２，ｐｐ７４１－７７６



全考虑以及国内利益集团等三种视角加以解释。① 总体而言，这三种视角都不关

注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这显然与美国在投资领域的霸主地位相关。但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外资政策趋于严厉就深受国际关系影响，日本经济实
力快速接近美国使得美国对日本外资分外敏感，直接导致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法案
纳入 《埃克松－弗洛里奥修正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名义阻止跨国并
购。在国际投资领域，就连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也无法忽视国际力量对其经济政

策的影响力，更不用说正处于向国际经济体系迈进、力量还处于进一步发展中的

中国。

国际力量对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②

近年来，有关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又有新的进展，特别是全球范围

自由主义政策扩散为主的相关研究蔚为大观。有统计表明，１９５８—２００８年，
在英文政治学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献中大约有８００篇涉及公共政策扩散的研究，
其中大约一半是 ２０００年以后发表的。③ 有关中文文献的一份统计同样表明，
２００５年以来公共政策扩散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④ 按照美国政治学界的划分，
政策扩散的研究源流始自美国政治学对联邦主义的讨论，但国际关系学者对政

策扩散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升很快，目前仅次于美国政治学这一分支领域的研

究。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在研究政策扩散时各有侧重，国际关

系学者研究政策扩散的动力时，传统关注点主要是战争的效应、规范扩散和权

力的作用。⑤

从定义上看，政策扩散是指在一个司法体系内政府的政策受到另外一个司法

体系内政府政策的影响，即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环境中产生。与 “政策趋同”类

的研究不同，“政策扩散”更感兴趣的是进程而不是政策的结果。⑥ 另外一个不

容易区分的概念是 “政策转移”，很多时候这个概念可以与 “政策趋同”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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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笔者对美国外资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总结，钟飞腾：《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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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４—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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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学者指出，“政策转移”可以被视作 “政策扩散”的一个分支领域。①

根据贝斯·西蒙斯 （ＢｅｔｈＳｉｍｍｏｎｓ）等人的总结，自由主义政策扩散的理论
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种为建构主义观点强调国际规范的社会化，包括通过领导

国的榜样作用、专家组对新政策的合理性阐述以及对新政策适用性的介绍；第二

种是强制力，包括国际组织施予援手时的条件性规定，强国的政策领导力以及霸

权性观念；第三种是强调国家之间的直接竞争；第四种是学习，主要是指改变观

念，包括改变目标的深层次学习和改变手段的浅层次学习。与国际规范内化不

同，学习强调的是决策者已经对某一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了理性计算。这四种理

论并非截然对立，比如建构主义和霸权性观念都强调专家组和国际组织所提供的

新政策模式。② 贝斯·西蒙斯等人对经济政策自由化的定义主要按照市场化原则

进行，即减少政府约束、促进经济交易，这一定义不同于美国意义上的经济自由

主义政策。③

在自由主义政策扩散理论的影响下，近期围绕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扩散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颇多。④ 这类文献认为，以双边投资协定为核心的投资

政策自由化是政策扩散的结果，其主要动力机制包括基于规范的可信承诺、基于

理性假设的竞争性压力和基于有限理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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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信承诺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要解决投资者面临的风险问题。与
贸易商不同，投资者一旦完成投资，就在东道国有了沉没成本，如果东道国撕毁

合同，那么这部分前期投资是没有办法收回的，这一点在 “讨价还价能力递减

模式”中有很好体现。因此，为了吸引外资，东道国要做出一定的可信承诺，

通常的做法包括加入国际条约或者修改国内法。

其次，竞争性压力作为驱动力，主要体现了引资国的角色。当先前有国家签

署了双边投资协定或者做出了让投资者信服的承诺后，后来的引资国就面临着强

大的竞争压力，因为投资者可以选择进入更具信用和区位优势的东道国。特别是

当相邻地区的国家与东道国拥有相近的出口市场、出口产品以及基础设施时，为

了与前期做出承诺和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竞争跨国资本，后期进入的国家不得不

出台优惠政策。

再次，有限理性的竞争强调的是事后计算，而不是如竞争性压力那样事先

计算引资的成本和收益。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技术的吸收消

化能力也较弱，通常不能够吸收到特别合适的外资。这些国家在初始阶段往往

盲目引进外资，待到一定阶段发现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国内政治经济成本后，不

得不减少对外资的承诺。比如，随着投资争端的上升，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对

ＢＩＴ的签署。
在解释政策扩散的不同阶段时，学者之间对于哪种机制起主导作用仍存在着

争议。比如，西蒙斯等认为竞争性压力是投资政策自由化最重要的机制，而通过

宗教、共同语言和殖民地历史的模仿作用不存在。① 但史利维迪亚·让都那

（ＳｒｉｖｉｄｙａＪａｎｄｈｙａｌａ）等学者则认为，政策扩散在不同阶段的主导机制有差异。
初始阶段主要解决可信承诺问题，然后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彼此竞争资本引发的

“规范瀑布”（ｎｏｒｍｃａｓｃａｄｅ）效应。鉴于多数国家将签署 ＢＩＴ，后续国家不得不
将此视作一种全球标准或者规范，在这一阶段，西蒙斯等人否定的社会文化关联

就很重要，最后是因投资争端上升引发重新计算成本收益问题，因此政策扩散是

一个三阶段模式。②

就理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而言，学习机制也相当重要。有关

政策扩散理论的早期文献表明，学习机制主要指的是对成功的政策的学习，即看

到其他国家实施某一政策取得良好效果之后，本国也开始学习这类政策。最近的

一些文献则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将影响学习，拥有相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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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倾向的政府在政策上学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① 事实上，傅军早在２０００年
完成的一项有关中国吸引外资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就认为，中国改革早期在意识

形态领域存在不同意见，这恰好为学习和实验预留了空间。② 投资领域缺乏如贸

易领域的ＷＴＯ那样的国际制度，因而难以像劳工或者环保领域那样利用国际规
范的社会化来解释外资政策自由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国际上对外资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地区规范体系，因此决策者基于理性计算的选

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即通过学习多种竞争性地区规范，并从中选择若干重新组合

成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某种模式。事实上，在总结新一代有关政策扩散的文献时，

也有学者是按照阶段来认识不同扩散机制的作用的，强调学习机制对早期的作

用，并认为竞争压力在后期更为重要。③

政策扩散研究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理论讨论与经验验证结合起来，特别是如

何将各种机制操作化。瑞士两位学者在整理了１２１份研究政策扩散机制的各类研
究之后指出，大多数学者使用不同的指标衡量同一种机制，甚至用同一个指标来

指代不同的机制。④ 如表１所示，学习通常与成功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多达１８
次。与此同时，地理邻近性也常常被当作学习机制的指标，在表１的 “学习”

对应的一栏中高达１０次。模拟机制则有三个比较接近的指标，分别是共同成员
（１４次）、结构性等价 （１２次）与地理邻近性 （１１次）。竞争机制则相对集中在
结构性等价 （１３次）这一指标上，列第二位的贸易流量指标只有５次。如果横
向看表１，那么结构性等价，也即相似性这一指标多达３１次。两位学者建议，
今后的研究应当致力于使用同一个概念机制和尽可能最佳的指标来衡量机制。显

然，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要比模拟机制来得清晰和容易度量。

　表１ 扩散机制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单位：次

学习机制 模拟机制 竞争机制 合计

结构性等价 ６ １２ １３ ３１

地理邻近性 １０ １１ 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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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６１

ＣｏｖａｄｏｎｇａＭｅｓｅｇｕｒ＆ＦａｂｒｉｚｉｏＧｉｌａｒｄｉ，“ＷｈａｔＩｓＮｅｗ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５３９

ＭａａｒｔｉｎｏＭａｇｇｅｔｔｉａｎｄＦａｂｉｚｉｏＧｉｌａｒｄｉ，“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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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习机制 模拟机制 竞争机制 合计

共同成员 ７ １４ １ ２２

政策的成功 １８ ３ ０ ２１

前人的数量 ４ ７ １ １２

贸易流量 ２ ４ ５ １１

合计 ４７ ５１ ２３ １２１

　　资料来源：ＭａａｒｔｉｎｏＭａｇｇｅｔｔｉａｎｄＦａｂｉｚｉｏＧｉｌａｒｄｉ，“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９７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的解释框架主要包括三种机制，即学习、可信的承诺和

竞争性压力，这些机制相互组合可以较好地理解４０年来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

五　浅层学习、可信承诺与中国外资政策的开端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的观念变革来源于浅层学习。浅层学习指的是

对于开放的具体目标设定比较模糊，更为强调手段的变化。在有关外资政策变革

的早期阶段，决策者的思维框架在列宁帝国主义论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中

进行，通过实行一种 “增量学习”（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策略，获得了国际市
场的相关知识。① 由于经贸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对中国引进

外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国内立法和签署投资相关的协定是一种政策信号，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外国投

资者的承诺。邓小平对有关外资立法能体现承诺和国际信用这一点有清晰的认

识。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铃木善幸一行时，邓小平
表示：“中国准备搞一个投资法。这个立法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政策没有变。有关

的专利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关系法，以后都要逐步搞出来。没有这些法，

今后如果打官司，我们总会输，而且还有一个国际信用问题。”② ６月２８日，即
在 《合资法》通过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又指出：“为了明确

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既定方针，我们全国人大即将通过 《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这个法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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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①

通过立法和投资协定与外国投资者建立起合约关系是一种手段的变革，这一

时期更主要的变化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手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即肯定外资有

益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这种更大层面的观念转变来自对西欧、日本以及新

加坡等国经验的学习。促使邓小平等领导人观念变革的重要原因有三个：第一，

邓小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屡次向全党强调的 “国际条件变得对我们很有利”②。

这既包括中美关系改善带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环境变化。一方

面，这个阶段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跨国公司寻

求新的市场，客观上需要转换资本输出的目的地；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贸易格

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自１９７２年恢复对美贸易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迅速
上升。１９７３年５月５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时
指出，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已占７５％，价格问题变得复杂了。１９７８年６
月７日，陈云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指出贸易格局的这种历史性变
化，并强调：“这个趋势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③ １９７８
年６月３０日，出访西欧回来的谷牧向中央汇报，其中包括西欧资金过剩重视对
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以及采取国际通行做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汇报过后，

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表示要下决心做引进这件事。④ 第二，东南亚引资经验

获得了中国的认可。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到访新加坡并会见李光耀，期
间向李光耀谈及中国将调整对华侨和东南亚的政策，而这一群体对中国引进外资

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出访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就已经了解到东亚 “四小虎”

的经济成绩，但其认识主要停留在外贸的快速增长方面。在新加坡，邓小平亲眼

看到了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对此，李光耀曾回忆，“受这次访问启发 ，邓小

平在返回中国后建立了四个鼓励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经济特区”⑤。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前出访东亚几个国家，再次坚定了邓小平对引进外资的决心。此后，

东南亚地区的引资经验成了中国出台外资政策和特殊建设的一个重要参照。１９７９
年１２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赴京向中央汇报经济特区构想时，就提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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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央所讲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精神，给投资者比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所设立

的出口加工区具有更优惠的条件”①。第三，中国通过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已经了

解到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发生转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源于欧佩克集团
在石油领域的斗争，以拉丁美洲国家为首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提出新国际

经济秩序建设构想，影响到ＵＮＣＴＡＤ对跨国公司的态度，要求管制外资。② １９７９
年前，《人民日报》曾广泛报道拉丁美洲国家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经验，但令人

感到意外的是中国领导人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曾派出数个代表团访问西欧、东欧和亚
洲，但没有派代表团去拉丁美洲。③ １９７８年５月３０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墨西哥
经济代表团，但并没有讨论拉美的依附型发展经验。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主权显著地掌握在本国人手中，因此决策者认为难以出现拉丁美洲的依附性

发展，尤其是对于来自港澳台的资本而言，这些人本身属于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

也不会出现外国人控制的情况。也可能在于中国并无直接应对大型跨国公司资本的

经历，在发展阶段上与拉丁美洲存在着显著差异，还不能深刻感受到这种威胁和控

制。这意味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中国对当时世界外资领域存在的ＯＥＣＤ模式、
联合国模式以及安地斯集团模式进行了有目的地筛选和学习。ＯＥＣＤ模式强调资本
输出国的利益，而后两者更加突出资本进口国的利益。从那时候起，在联合国舞台

上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看法已经悄然发生了变

化，从加强限制转变为在发展中如何加以利用。④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一立法 “为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提

供了一个基本框架”⑤。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赞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跨国

公司的征用，而此法第一次表明中国政府承诺对外国产权的保护，因此在意识形

态上具有突破性意义。⑥ 这种突破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强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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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这一法律诞生过程中，起草者 “先学习列宁关

于租让制的理论，再研究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①。合资法的通过对当时以

农村改革为主的经济路线并没有产生多大震动，也没有干扰当时的改革共识。

在合资法通过之后，中央迅速选定了引资地点。按照直接投资理论的总结，

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极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优良、法制完善、劳动力成本低的区

域具有竞争优势。但中国的特点是选择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城市进行试验，用科斯

的话说 “在社会主义边缘地带试一试市场经济”②。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５日，中央政府
同意广东省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请示。由于香港商人希望将经济特区写入法

律③，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最终于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批准公布 《广东省经济特区

条例》，决定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特区，特别是在四个边境小城市中对外资政

策进行大规模的自由化。１９８４年，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模式扩大到沿海１４
个城市。

几乎在国内层面展开政策变革的同时，中国政府也逐渐参与国际层面的投资

制度，但相关规定是高度选择性和保守的。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９日，中国与瑞典签署
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④ 双方约定 “公平合理地”对待双方的投资者，

这一点明显不同于１９８８年与日本签署相关协定时首次采取的国民待遇原则。协
定第三条指出，出于公共利益可以对外资进行征收和国有化，但应及时补偿。第

六条涉及争端处理，双方约定单独设立仲裁庭，双方各委任一名仲裁员，并可由

联合国秘书长委任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作仲裁员。从这一点看，中国并没有遵从

ＯＥＣＤ的标准，而是采纳了当时联合国系统的规范，也就不存在所谓强制力影响
问题。第九条规定，协定有效期为１５年，一旦双方决定终止该协定，那么第一
至第八条的规定还将继续有效１５年。１９８３年９月６日，中国与日本签署第一个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ＢＴＴ），截至１９８８年中国已同２０个国家签署这类协定，这
些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但也包括了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

在涉及营业税征收中的 “常设机构”设置时间上采取６个月标准，而对股息、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实行 ２０％的税率征税，这一点与日本相同，但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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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国务院公报》１９８４年第２１

期，第７３５—７３８页。



英美。①

六　竞争压力、深层学习与外资开放的螺旋式上升

当中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决定在沿海地区向外资开放时，国际环境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发展中世界整体吸引外资的比重，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１／３
下降至８０年代中期的１／４，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竞争程度加大。一定程度
上，发展中世界面临的竞争压力似乎也可以解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
世界欢迎外资的巨大转变。最为显著的例证是原先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ＵＮＣＴＡＤ，在美国政府不愿意承担联合国会费以及发展中世界陷入债务危机的形
势下，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改组，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转向拥抱新自由主义议
程。１９７４年建立的联合国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部分职能归并到改革后的 ＵＮＣＴＡＤ，
中心最终于１９９３年解散。现在学术界广为人知的 《世界投资报告》诞生于１９９１
年，但自１９９３年开始由ＵＮＣＴＡＤ新的管理团队负责编撰，报告的基调与之前联
合国对跨国公司的批判色彩有着显著差异，很少强调引进外资时潜在的负面

影响。②

其次，东亚地区成为发展中世界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地，大批东亚地区的发

展中国家快速吸收外资，地区竞争态势影响到中国的引资战略。清华大学教授胡

鞍钢曾断言，“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是促进

中国启动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③。已经发展起来的日本，为了解决美

日贸易摩擦，于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后大幅度升值日元，此后日本企业大规模转向
对亚洲的投资，其中有５１％集中于东亚 “四小虎”。④ 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东亚地区吸收外资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１９７９年以前，东亚地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是马来西亚，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吸
收外资最多的则是新加坡。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１４日选
择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能不说其中可能含有考察外资如何引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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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汇：《我国已同二十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涉外税务》１９８８年第５期，第３４—
３６、２１页。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ＣＴＡＤａｔ５０：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ｐ８４

胡鞍钢：《邓小平与中国对外开放》，载胡鞍钢主编：《国情报告·第十卷·２００７年 （下）》，第

５５０页。
侯若石：《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趋势》，《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第７版。



模式的安排。① 如图２所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吸收
的外资占整个发展中世界吸收外资的一半以上，这足以说明该地区与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系的紧密联系。自１９８４年开始，中国吸收外资迅速增多，甚至一度于
１９８５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吸收外资流量
仅次于新加坡。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一跃成为东亚地区吸收
外资最多的国家。此后中国长期保持发展中世界吸引外资第一的位置。即便如

此，中国引资水平按人均衡量仍然没有达到世界水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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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东亚主要经济体吸引外资及其在发展中世界的占比 （１９７０—１９９２年）
注：ＵＮＣＴＡＤ缺失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东亚经济体吸收

外资的加总数据。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

亚洲国家吸引外资乃至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整个外资政

策发生了从 “允许”到 “鼓励”的转变，特别是产业政策和税收激励方面作了

较大调整。１９８５年１月，邓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情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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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邓小平在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时指出，“现在搞建
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参见邓小平：《搞建设要利用好外资和发挥工商业者

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６页。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邓小
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表谈话，第四部分就重点谈了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

邓小平特意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

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

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参见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

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９页。
ＪｏｓｅｐｈＰＨＦａｎ，ＲａｎｄａｌｌＭｏｒｃｋａｎｄＬｉｘｉｎＣｏｌｉｎＸ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７，ｎｏ４，２００９，ｐ８５４



指出：第一步要打进香港市场，通过打进香港国际市场再打进日本，打进其他国

家市场。① 这个策略类似于沿着 “雁行模式”逆序而上，在地理上将沿海地区连

成一片应对国际挑战。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第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外资企业 “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其目

的是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疑虑、增强对华投资的信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国务院
出台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著名的 “二十二条规定”），对引进先进技

术和出口的外资给予特别优惠。促进该规定出台的直接原因是１９８６年上半年引
进外资有所减少，投资环境不能适应外商投资的要求。②

先进技术和出口导向是个重大转变，促成沿海大开发战略和外向型经济，而

该战略本身是对东亚模式的深层次学习的结果，转变了长期以来主导中国的丧失

比较优势的战略。③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
团时指出：“现在我们确实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够。为什么法律不完备，就是因为

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我们的同志有点怕，怕吃亏。随着我们的知识多一点，就

会逐步好一些，胆子会大一点。”④ １９８８年３月，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在沿海地
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有两次经济思想的飞跃，第一次是如何建立

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次是如何把国内建设与国际经济联系起来。为了

进一步落实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构想，必须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

境。⑤ １９８８年４月，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法》。至此，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种外资企业形式立法都已具备，这意

味着中国发展出基本的法律治理框架。１９８８年７月，国务院下发文件授权省级
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审批外资，以加快吸收外资。

竞争压力引发的另一个结果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先后与发达国家、亚洲
发展中国家签署 ＢＩＴ。１９５９年德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版的 ＢＩＴ。
随后，德国分别与马来西亚 （１９６０年）、泰国 （１９６１年）、韩国 （１９６４年）、印
度尼西亚 （１９６８年）签署协定。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新加坡先后与荷兰、
德国、英国签署 ＢＩＴ。１９７６年，法国分别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签署 ＢＩＴ。等到
１９８２年中国与瑞典签署第一个 ＢＩＴ时，全球 ＢＩＴ数量已经突破１８０个。此后几
年，中国加快与发达国家签署ＢＩＴ，并着重与亚洲国家签署ＢＩＴ。１９８５年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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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第５２９页。
吴晓民、程凯：《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前夕谷牧对记者发表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２月７日第

１版。
对中国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阐述可参见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第５９８页。
计泓赓、冯霄：《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３月５日第１版。



泰国、新加坡、科威特等亚洲国家签署，１９８６年与斯里兰卡签署，１９８８年与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国家签署，１９８９年与巴基斯坦签署。
从地域分布看，中国的确存在着竞争压力，即在同一个区域内条件相似的国家都

签署ＢＩＴ带来的引资挑战。
中国签署ＢＩＴ的高潮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这主要源于相信ＢＩＴ能促进外

资的流入。中国自１９９２年起成为发展中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ＢＩＴ的增多
与外资流入总体上呈并行态势，如图３所示，这一阶段中国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签署 ＢＩＴ。但９０年代后期签署的协定总数有所减少，而在加
入ＷＴＯ后还涌现过一个高潮。因此，中国的 ＢＩＴ扩散阶段并非是前文提及的三
阶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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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数目
注：根据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２年９月９日，我国与加

拿大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并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生效，这是截至公布日期，我国签署的最后一

个ＢＩＴ。

资料来源：ＩＣＳＩ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条约法律司。

到１９９１年，外商企业投资已经遍布中国的３０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随着
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多，外资政策目标已经从追求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１９９１年６
月，田纪云在外商投资工作会议上强调，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要将外资的质量和
效益提到突出地位来抓。①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引资水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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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盛祖仁、张毅：《田纪云在外商投资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利用外资要注意质量和效益》，《人民

日报》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８日第２版。



然不高，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虽然中国引资总量位居前列，

但以中国经济规模衡量并不算多，特别是考虑到人均水平的话，更是位居发展中

国家尾列，１９９１年人均只有１７美元。换句话说，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仍然存
在。此种压力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尤为强烈，尽管此时中国吸引
外资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世界第一。例如，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举行的全国外资工
作会议强调，相对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中国 “吸收外资数量仍处于较低水

平，利用外资水平仍然不高”①。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深层次学习的结果，中国的战略目

标已从计划经济调整为市场经济。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中国加快改善外商投资

环境，包括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比如在外贸、内贸、保险、金融、海运、航空

等领域试办外商投资企业，并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

术改造。１９９４年３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外资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制定完善的产
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１０月，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会议上，李岚清强调
中国外资政策的总方针是积极有效利用，依靠产业政策引导外资，使外资与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有机结合，特别是要严格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并鼓励外商积

极参与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发。这一阶段政策直接导致了１９９５年６月 《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的出台，它对产业部门的准入划分为四种类型，政策重心从准

入干预向经营干预转变。

作为竞争压力和深层学习的结果之一，中国外资企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

项目类型看，独资企业数量分别于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年超过合作经营企业和合资经
营企业 （如图４所示）。独资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决策权，与东道国讨价还价的
能力显著增强。独资企业增多，也与中国的引资重点逐步转向大型跨国公司有

关。１９９９年３月，朱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外资，特别是吸引著名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

量。② 当年５月，在全国吸收外资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上，吴仪强调，中国
引进外资的国际背景正发生显著变化，要清醒认识到世界各国吸引国际投资的竞

争日趋激烈。③ 东亚金融危机的迅速爆发和极大的破坏力使中国政府认识到，真

正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还是大型跨国公司，中国今后要进一步处理好和跨国

公司的关系。跨国公司来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占领本地市场，而不只是寻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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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把利用外资工作推向新阶段》，《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２版。
《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有效利用外资———朱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

告》，《人民日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第２版。
《吴仪在全国吸收外资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上强调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人民

日报》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第２版。



口，后者是中国政府当时更为看重的战略目标，中国政府必须在保护本地市场和

扩大出口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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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国外资企业的三种形式
资料来源：各年份 《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七　可信承诺、竞争性压力与外资政策自由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后期至２１世纪前期，为了与 ＷＴＯ的国际投资规则接轨，中国
对外资政策逐步做了系统性修正。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中国修订 《外资企业法》，对

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改为 “鼓励”政策，而不是此前给予特殊优惠，

将 “本地购买”条款改为由企业自行决定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购买。２００１
年４月，国务院进一步出台了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大幅修改了相关规定，

特别是删除了国内外市场销售比例，这一条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针对中国国内

市场提出的。２００１年７月４日，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中国表示鼓励外商特
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这一政策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

续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但重要的背景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迈入
新阶段。“十五”时期，中国引资工作发生三个转向：从资金到技术、管理和人

才；从加工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从工业领域到服务业领域。① 这一趋势在 “十

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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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仪在中国外企协会四次大会上提出利用外资要在 “十五”实现三个转变》，《人民日报》２００１
年７月７日第２版。



　表２ ２１世纪四个 “五年计划 （规划）”中的外资政策

五年计划

（规划）
批准通过时间 章 （篇） 节 产业政策重心

“十五” ２００１年３月
扩大对外开

放，发展开

放型经济

积极合理有

效 地 利 用

外资

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

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

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

水平的提高。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

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

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

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

“十一五” ２００６年３月
实施互利共

赢 的 开 放

战略

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

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

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保护，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

“十二五” ２０１１年３月
互 利 共 赢，

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

提高利用外

资水平

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

务业等领域，鼓励投向中西部地区

“十三五” ２０１６年３月
坚持开放发

展，着力实

现合作共赢

完善对外开

放战略布局、

形成对外开

放新体制

完善投资布局，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

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

技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

仁、公平竞争。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

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

场准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文件整理。

中国加入ＷＴＯ的一个考虑是通过外部压力迫使国内进一步改革，但此时的
可信承诺存在着双重性，既面对国际社会，也要促使国内改革。１９９９年４月，
朱基访问美国，在回答中国入世为什么做出很大让步时指出：“因为我们改革

开放政策实行到今天，对于加入ＷＴＯ带来的冲击，承受能力增强了……这种开
放引入了竞争机制，对于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① １０月，时任外经
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纽约对外关系学会演讲时认为，中国之所以耗时十多年谈判

仍要坚持加入ＷＴＯ，“就是为使中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能在同样的国际
法律框架下进行贸易和投资”②。吸引外资此时也不再单纯是推动国内建设，而

成为中国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成为平等一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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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基答记者问》编辑组：《朱基答记者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２页。
《外经贸部副部长在美指出　我将以更好环境吸引外资》，《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７版。



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快速完成相关法律的修改，大体上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阶
段。首先，根据 《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议定》 （ＴＲＩＭｓ）要求，删除或修改了
“外汇平衡”“出口实绩” “当地成分”和 “生产计划备案”等要求。其次，对

外商指导目录进行多次修订，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最后，于２００７年
颁布 《企业所得税法》，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并给予外资企业五年过渡

期。① 在这一阶段，外资被允许进入诸如证券投资这样的服务性行业。２００６年８
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颁布，大幅度放宽外资投资

证券市场的限制。

促使中国外资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与其他国家竞争服务业领域的

外资。对于这一发展趋势，ＵＮＣＴＡＤ早在 《世界投资报告２００４》就已经加以强
调。在东亚经济体吸收外资前三强中，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服务业外资占据主

导地位，而中国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制造业吸收的外资占比从 ５８５％上升至
６３３％。在东亚吸收外资处于第二梯队的韩国、马来西亚，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期间
制造业吸收的外资仍占主导地位，但服务业吸收的外资比重上升明显，服务业吸

收的外资比重上升明显，韩国服务业外资存量占比从１９９５年的３５２％上升至
２００２年的４２０％，马来西亚服务业外资存量占比从 １９９５年的 ３３５％上升至
２００２年的 ３８０％，而中国截至 ２００２年服务业吸收的外资存量占比仅为
３１４％。② 显然，中国要在服务业领域吸引更多外资，将面临长期的竞争压力。
中国引进的外资尽管绝对金额最大，但从引进的外资结构看，仍落后于韩国和马

来西亚。２００６年９月，吴仪在跨国公司座谈会上曾表示，尽管中国连续１５年成
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吸收外资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２００６年３月通过 “十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外资政策从强调出口型产业

转向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２０１１年前１１个月，服务业与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分别为４８８亿美元和４７３亿美元。④ 在中国政府于 “十五”计划中提出外资工

作三个转向后，经过１０年的大力引资，服务业领域使用的外资终于首次超过制
造业。这意味着中国引资格局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前文图４
也可以看出这种格局变化的影响，新建外资企业占所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的

比重在２０１２年达到８１７％最高峰之后，逐步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７５４％，而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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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文华、张蕾、王杨：《入世十年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回眸与展望》，《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５１—５８页。
ＵＮＣＴＡ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４：ＴｈｅＳｈｉｆ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ｐ５５，ＴａｂｌｅＩＩ５
龚雯、蒋升阳：《吴仪主持召开跨国公司座谈会表示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 更积极有效吸收外资》，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９月８日第４版。
崔鹏：《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首次超制造业》，《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１版。



经营企业的占比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７５％上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３９％。上文对制造业投
资的企业股权形式的分析表明，在一个行业进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通常倾向于首

先通过合资形式进行，然后才逐步转向独资形式。２０１２年以后，合资经营企业
占比增大与进入中国的服务业外资开始占主导有密切联系。

另一个重要的引资格局变化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作为外资来源地的地位上

升。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流入中国的外资迅速减少，而来自港
澳台的资本增速明显，但港澳台资本对中国产业升级的贡献却逐渐减少。① 如图

５所示，在流入中国的外资中，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资占比，从２００７年
的４１３％稳步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７３９％，而来自欧美日的外资占比自１９９９年达
到２８９％之后逐年下降，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占比仅为１３０％，不足十
年前的一半。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占比略有下滑，继而上升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４５％，但很快又继续下跌，２０１５年一度跌破１０％。美国明尼苏达联邦储备银
行的一项研究认为，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中国所吸收的外资中有１８％来自欧美日，
而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这一占比下降至１３％，其中来自美国的外资占比从７％下跌
至２３％。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国的外资政策中对外资实施超国民待遇，同时
也与中国要求外资企业转移技术的要求有关，中国很难吸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发

达国家外资，这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创新能力相悖。②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国际投资流量一直未曾恢
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还在经历深刻的转变。发达国家流出的外资迅速减少，

全球外资流动从２００７年的２万多亿美元下降到２００９年１２万亿美元，ＵＮＣＴＡＤ
的 《世界投资报告２０１７》预计２０１７年可达到１８万亿美元。③ 但２０１８年６月
ＵＮＣＴＡ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全球外资流量实际为１４万亿美元，比
２０１６年下降２３％。主要原因是并购额大规模缩减以及发达国家流量减少，但发
展中国家的流量仍稳定在６７００亿美元，其占全球流量比重却从２０１６年的３６％上
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４７％。联合国贸发组织强调，ＦＤＩ模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

９６１

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的机制：学习、可信承诺与竞争压力

①

②

③

对于海外华人投资地位以及作用的看法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可以参见阎大颖等：《海外华人网

络如何影响中国引进外商》，《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２０—４３页；龙登高等：《海外华商近年
投资中国的强势成长与深刻变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３０—３７页。需要注意的是阎
大颖等的研究对外资数据的利用截至２００８年。

ＥｌｌｅｎＲ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１６－０９，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ｏｆ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ｆｅｄｏｒｇ／～／ｍｅｄｉａ／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ｓ／ｅｐｐａｐｅｒｓ／１６－９／
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ｄｆ

ＵＮＣＴＡ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ｅｎｅｖ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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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国吸收外资的国别地区来源
资料来源：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性转变，海外资产朝着轻型化发展。此外，全球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重要

原因。①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作为中国邻国的印度，经济增长迈入快车道，其
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重也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据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
印度吸引的外资流量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重，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年均不到 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均占比为１０％，此后占比急速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４３５％，受金融危
机冲击占比下滑至２０１２年的２００％，但此后又快速上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３３％。②

以外资净流入量占ＧＤＰ比重衡量，２００７年中国为４４％，２０１５年下跌至２２％，
而印度则从２００７年的２０％略跌至２０１５年的２１％。如以外资占固定投资比重
衡量，２０１５年中印分别为５０％和７１％。③ 尽管长期以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印
度都没能比肩中国，但近几年吸引外资成绩也非常耀眼，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竞

争加剧越来越明显。

为了应对新的国际投资竞争形势，中国前所未有地放宽了外资进入的领域，

同时对外资增加了国家安全审查和战略性产业准入限制。在 “十二五”规划中，

外资政策继续强调优化结构，即引导外资投入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新能

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同时也强调要做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十三五”规划

０７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二辑 总第二辑）

①

②

③

ＵＮＣＴＡ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ｅｗ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Ｇｅｎｅｖ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ｐ２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直接投资数据库，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ｔａ
ｂｌｅ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ＲｅｐｏｒｔＩｄ＝９６７４０。

Ｓｏｊｉｎ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Ｉｎｄｉ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ｐ３６，Ｔａｂｌｅ２２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扩大对服务业的开放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是一次重大的创新，与以往的五年计划或者规划不同，这次并没有单

独设置外资一节，而是将其分散到两个节中，分别是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中的 “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以及在 “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这一节

中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 “扩大服务业开放”。

针对中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的这些变化，有的学者认为无法准确判断中国的

政策走向是更为自由还是趋于严厉，因为外资既能促进增长也会威胁一部分内资

企业，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存在类似中国政策的这种模糊性。① 有的学者尽管承认

中国外资政策框架有所改进，但仍然认为中国外资政策是限制性的，框架也不够

透明，特别是在所有权方面限制严重。②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日，美国时任总统巴拉
克·奥巴马 （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中国不再是最受欢迎的投
资目的地，美国才是。”③ 奥巴马的论断引用自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公布的 ＦＤＩ
信心指数，根据该公司的连续跟踪调查，中国自２００１年以来首次失去全球最具
吸引力投资目的地的位置。④ ２０１４年２月５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发布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一份年度调查，认为中国于２０１２年丧失了保持
２３年之久的对日企业最具前景的投资目的地头衔。⑤ 投资环境通常由国内政治经
济形势与外资政策两大部分组成，这两份调查报告均认为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仍

有待进一步自由化。在２０１８年版的科尔尼外资信心指数报告中，中国的排名比
２０１７年下跌２名，落后于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是十多年在该排行榜中
所处的最低位置，其主要原因是企业不满意中国的营商环境。⑥

美日两国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再定位，预示着外资政策调整成为中国国际战略

的重要部分。中国对于全球投资领域格局的变化也做出了重要判断，即加快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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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被普遍视作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外资政策自

由化的信号。有学者甚至认为，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中国参与全

球投资治理的最佳途径。① 也就是说，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与中国的全球目标紧

密关联，将随着中国投资地位变化和利益格局变迁，进一步显现出支持一个开放

式世界经济的特征。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迅速放弃了有关 ＴＰＰ的谈判，忽
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转而用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这

促使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在中国构建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大战略中，引进外资是必要的组成部分。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其主旨就是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报告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括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扩

大内陆沿边开放。从内容排序上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中，投资的权重将

超过贸易。这也预示着市场竞争压力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外资政策变革的主要动

力。在２０１５年年底通过的 “十三五”规划中，贸易和投资同时作为优化对外开

放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时，投资的重要性甚至显著超

过贸易。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国务院审议通过了 《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

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平竞争是此次政策措施的重点。② 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商务部正式对外发布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７年修订）》，进
一步缩小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的范围，将２０１５年版 《目录》９３条限
制性措施降低到６３条，同时扩大了鼓励类政策范围。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其中

关于引资政策部分除了全面继承 “十三五”规划的内容之外，也特意强调保护

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③ 易纲在

解释负面清单制度时强调，“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

有利于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现代市场体系，有利于营造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④。与此同时，易纲也不忘强调，围绕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

制度，也是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重要配套制度，今后要加快完善与此相

关的审查要素、审查程序和可采取的措施等。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刊
文引用ＵＮＣＴＡＤ的 《２０１８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指出２０１７年中国已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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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

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国。①

八　结论：从边界间到边界内的深度相互依赖

本文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发展有关政策扩散的理论，而是通过重新组合政策扩

散的不同机制，深化对中国外资政策转变进程的认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
政治经济学中有关政策自由化的研究深受政策扩散相关文献的影响，出现了以贝

斯· 西蒙斯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潮流。这类文献的通常做法是将政策扩散区分出

学习、模拟、竞争和强制四大机制，用于研究国际经济政策转变的过程，包括起

点、施动者、政策转变的原因、政策内容的更新以及机制等。本文的重心聚焦于

政策转变的内容和政策转变的机制，并突出了学习、可信承诺和竞争压力等机制

在理解中国外资政策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单方面宣布引资。这一阶段全
球性的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拉丁美洲国家则限制跨国公司权力扩张，中

国对投资规范进行了有选择的学习，在确立引资政策后又进一步通过立法向外国

投资者承诺这一政策的政治信用。进入８０年代后，中国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出
台相关外资法律，特别是９０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不仅
改变了手段也改变了目标，这是继７０年代末浅层学习之后对发展战略进行深层
学习的结果。作为市场经济建设的必要手段和组成部分，中国持续推进有利于吸

引外资的政策。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积极落实作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成
员国的承诺，其中包括投资自由化的条款要求，中国将此作为获取公平参与国际

经济体系机会的重要契机，并以此加速国内改革，引进外资越来越重视转向产业

升级，特别重视服务业领域对外资的开放。在这一阶段，竞争性压力机制的作用

起主导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学习和可信承诺边缘化，学习机制对于深入认识外

资对服务业的复杂影响仍然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上升，可信承诺

这一机制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中国通过吸引外资主要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但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国际

战略考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中国单方面宣布吸引外资政策，已经蕴含着对资
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刻认识，不仅意识到联合国系统对外资评价的方式

发生转变，也看到了东亚经济体通过引进外资获得的持续经济增长。经过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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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第２１版。



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革命性的 “修正主义”国家，转变为现行国际秩序的

参与者、支持者和维护者，未来也将转变为国际新秩序的塑造者和提供者。由于

吸引外资参与国际生产网络，以及中国企业 “走出去”所造成的利益分布全球

化，国际因素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考量将越来越大。中国的外资政策越来越

从国家间关系、东道国—跨国公司关系的层面，转变为深入边界之内影响国内社

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与全球经济势力深度相互依赖的格局。

中国要将外资政策自由化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

讲，外资政策调整是源于国家战略，体现出国家自主性的需要。另外，鉴于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与国际体系进入了深度相互依赖时期，因此不

得不考虑中国在构建开放的世界经济中的责任。中国政府将外资政策调整的方向

确定为衔接国际通行规则，这一引资原则和目标与美欧的呼吁看似非常接近，但

中国的国家利益仍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不同于发达国家，作为中国国家战略组成

部分的外资政策仍将保留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外资政策仍将是选择性的自

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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